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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驾所有权之上的“特别权利”：民国铺底权考释 *

康  黎  李佳轩

摘  要｜铺底权作为发端于我国民间的一种物权习惯，在民国时期历经了从司法确权到地方限权的发展路径，也

曾产生过商业“护符”抑或“恶习”的铺底权价值之争；铺底权始终游离于中华民国民法之外的存续状

态，加之其凌驾于房东所有权之上的特别权利内容，导致铺东与房东的关系常常“势如水火”，铺底纠

纷不断发生，最终因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所蕴含的维护商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理念对于当下

中国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和保护民营经济仍具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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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间商事的“独特习惯”：
铺底权的源起

“铺底”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缺乏记载，近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作为一种商事习惯，它可能始

于清朝乾隆年间。“按其由来，率因铺商辍业，推

让他人，议价既成，延中立契，举凡营业货底，连

同家俱一并成交，倒与后继永远为业。辗转授受，

相继频仍，房主以租金次有所增，向不过问，致使

倒字连篇，而铺底于焉成就”［1］。到晚清民国时，

我国水陆通商地区，“如河北之北平、广东之广州、

江西之南昌”，其“繁盛街市之店铺”，“多有铺

底之习惯”。［2］

究其产生发展的原因，这与清朝以降我国商铺

营业的特点有关。对当时的铺商而言，为成本计，

他们一般不轻易购置经营用房，而常常会选择租赁

*本文系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2019年重点项目“民国璧山县司法档案研究”（项目编号：

DAWXB1905）的阶段性成果。

［1］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1-2页。

［2］胡长清：《铺底权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6卷第52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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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段好的“旺铺”，藉此取得房屋使用权，从

而进行营业。这种经营用房遂被称为“铺房”。正

如民国学者所言，“所谓铺房者，因经营商业，开

设商店之房屋也。私人住邸，固不待论，即使经营

商业，而无商店之外观，或虽有商店之外观，而作

住居之用者，均不得谓之铺房”［1］。通常，商人

在租赁铺房后，鉴于“所租赁之房屋，不合宜于其

营业使用”，“自不得不出资将租得之房屋加以改

良修缮，若变更铺面；添设窗门；刷新粉饰；添盖

仓房；安设柜架；甚属常见”［2］。铺商此举，“不

仅为本身营业便利而已，且使该房屋成为便于营商

之铺房，房之价值由此增高，将来房租亦可增高”。

按照当时一些地方的习惯通例，这种费用“完全由

承租商店负担”，其对价是“房主承认承租商店对

该房屋有一种特别权利，准其于该铺转租时，得向

新承租人索回一种铺底顶手金，此种特别权利，即

一般所谓之铺底权”［2］。于是，在商业活动中，

渐渐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习惯：在承租人歇业、无力

承作或转租铺房时，作为“铺东”的原承租人，便

可以向新承租人索要“顶手金”（又称“顶费”或

“倒价”），以补偿其先前对房屋修缮改建及添置

家具等的花销。这就是“铺底”习惯的由来。其具

体做法是：

铺生与房主租约既成，铺主遂又单独立一字据

存之柜中，载明价值若干，及前后业主之关系等。

以此即作为该铺之财产，以之转卖也可，以之典押

也亦无不可。惟此字据既无官印，又无公证，纯系

铺东一人所私造之白字也。此项白字，即为铺底。

将来各该店不能营业时，门前即粘贴此铺出倒字样，

倒价即以此纸白字所记为准，如铺户一经有歇业出

倒情事，则房主非特不能收回原房，即收取租金亦

多不易，必俟有人倒得其铺底后，房主始能与新业

主另立租约，继续收租。［3］

可见，作为民间的一种商事习惯，铺底乃是取

其字面意，即：铺于柜底之“白契”，用以相互倒

转。从各地铺底习惯来看，铺底“种类日繁”，［4］

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区性差异，举例如表 1 所示：

表1  民国时期南昌、广州、北京三地民间铺底种类统计表［5］

地区 铺底种类

江西
南昌

1. 装修铺底，如添置窗格板壁、变更铺面及店铺间数、就店
铺加以油漆装潢等
2. 顶脚铺底，即供同种营业的后承租人可利用的装修设备、
家具以及售余之货品
3. 码头铺底，取船舶停泊之所多系商业繁盛之区之义，如某
街某巷是某种营业码头

广东
广州

1. 铺壳，即承租人对于店铺上盖曾出资建筑者

2. 装修，即店铺四周间格之谓，例如前作米铺生理者，今改
作金铺生理，重新加以装修

3. 货底，即卖余之货物

4. 家私，即铺内什物

5. 代结，即代还揭项货账者

6. 铺位，即店铺所在之地位

7. 保险，即承租人曾出资投买的保险

8. 行底，即承租人为经营某行生理，而投入某行，其入行份金

9. 招牌，即商店之牌号，如济生堂药丸号之类

北京

1. 房屋铺底，承租人在出租人土地上自行建筑的房屋或拆改
建筑的整齐高大房屋

2. 家具铺底，即自行添置的家具什物

3. 家具兼装修铺底，即因修理门面及一切装修所费不貲者

由此可见，“铺底权系投资于他人之土地及其

建筑物上而生出之一种权利，其权利与所有权不同，

与他项权利亦有差别”［6］。从效力所及来看，“铺

底权对于房东与铺东间所生之效力，亦即两者互相

之权利义务”［7］。其中，铺底权人即铺东，他是

铺底权法律关系的核心主体，享有以下重要权利。

首先是对铺房的占有使用权。“铺东受铺房之

交付后，即于其房内取得占有权，在使用目的之范

围内，有事实上管理之力”［7］。并且，“铺东对

［1］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6页。

［2］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29页。

［3］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2页。

［4］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2页。

［5］参见胡长清：《铺底权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6卷第52号，第6-7页。

［6］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30页。

［7］黄顺敏：《北平市铺底权之研究》，载《土地改革》，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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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铺房享有永久使用之权利，除于设定铺底时，议

定存续期间者外，原无期间之限制者，纵使铺房因

不可抗力而灭失其全部或一部，亦得另行改建，继

续使用”［1］，“铺底权并不因之而消灭”［2］。故而，

铺底权具有永续性。

其次是对铺底的收益处分权。铺东取得铺底后，

可以转租、出让铺底，也可以在铺底上设置抵押担

保向银行或他人借款，这种做法在民国屡见不鲜。

例如，京师地方审判厅1926年曾发布一则通告称：

“为通告事，本厅执行朴心甫诉姜文敏债务一案，

已将所封朝阳门内南小街永德油煎店铺底拍卖与王

泽，并点交管业在案，惟该铺底原有字据迭经严追，

迄未遵缴，除已于拍卖书据注明作废外，嗣后无论

转给何人，概认无效，特此通告。”［3］该案中，

姜文敏向朴心甫借款并以其铺底权作为担保，后因

未履行还款义务，审判厅遂拍卖铺底。

铺底权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特定义

务，此种义务便是按时向房东交租，否则，房东有

权收回铺房。例如，按照民国时期广东当地惯例，

“铺底权人对房主，不能因铺底权而缓减房租。惟

在其营业停止时，亦得照例请求停租”［4］。

综上可见，铺底权事实上已经成为凌驾所有权

之上的一种特别权利，但盛行于民间的这种特别权

利却在民国时期的民事立法中难觅踪影。1929 年

1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

其中第三编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包括所有权、地上

权、永佃权、抵押权、质权、典权、占有等项内容，

但铺底权不在其列。

二、从司法确权到地方限权：民国
对铺底权的官方态度

铺底权在民国时期虽然始终未能获得民法上的

“一席之地”，但它也绝非置身法外，而是历经了

从司法判例确权到地方政府限权的特殊法律路径。

（一）司法确权与官方登记制

鉴于民间铺底权纠纷屡有发生并不时被诉诸法

院，民国司法机关不得不对铺底权予以高度审视。

1916 年，大理院上字第八百〇五号判例首次明确

“铺底为租主就于铺房上所有之一种权利”，其后

第八百七十三号判例进一步提出了铺底权的发生条

件，“凡铺东于其所租铺房隙地添盖房屋者，苟房

东别无异议，即当然发生铺底权”［5］。但对于铺

底权的性质即在法律上之地位，大理院起初避而不

谈，以致时人“议论非一”，“有主张应归入债权

者，有主张应归入物权者”，其“互有理由，亦互

有疏略”［6］。

债权论者认为，依据当时民法第 757 条“物权

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的物权法

定主义原则，既然民法与其他成文法均无铺底权规

定，那么，“铺底权只有认为债权，不能认为物权”；

并且，民法第425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

“与铺底权之标的物转移情形相合”，其理由是，“原

铺底权设定由于租赁铺房，纵使房主移转，其铺底

权仍然有效，租赁法例既属债权，债权之附属事件，

当亦债权”。［6］

物权论者则认为，“铺底权系建设实在之物于

其标的物铺房及其基地之上，以永久使用其铺房为

要素。纵铺房业主转移毫不妨碍其权利，是其具有

永久性，实债权所不能者”；对于债权论者“尝引

用民法第 425 条，以铺底权附属于租赁行为，租赁

既属债权，则铺底权自应归入债权”的立论，物权

论者指出“殊不知再考之民法第 449 条第 1 项‘租

赁契约之期限不得逾二十年’非租主同意不能更续

租约。但铺底权系可永久行使之权利，不应认为债

权，自当视为物权”。对于债权论者据引之民法第

757条“其他法律有规定”一语，物权论者认为其“意

［1］黄顺敏：《北平市铺底权之研究》，载《土地改革》，第18页。

［2］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6页。

［3］《京师地方审判厅通告》，载《市政月刊》1926年第2、3期合刊，“附载”，第1页。

［4］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31页。

［5］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3页。

［6］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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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笼统”，“此语究系指成文法，抑赅成文法及习

惯法而言，法学家解释未尽一致，倘得采用广义解

释，习惯法固可包括在内”［1］，况且“铺底权乃

由习惯而酿成，民法定义亦曾标明‘法律无明文者

依习惯’，由此判断则铺底权不妨并入物权也”［2］。

两派观点，物权论者“为数较多”［3］，并最

终获得官方认可。大理院第一千二百七十号判例首

次明确判定铺底权是物权之一种，“铺底之构成，

系以铺房之永久使用为必要之原素”，故其性质当

属物权。［4］1932 年，大理院民事上字第一二七五

号判例的“裁判要旨”又进一步明确了铺底权系他

物权的物权属性，“按当时法例，系认铺底权为物

权之一种，于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归属于一人时，其

他物权因混同而消灭，在民法施行前亦为条理之所

认，如房屋所有权与铺底权同归一人所有，则铺底

权即因混同而消灭”［5］。在该案中，上诉人顾华

莆因不服河北高等法院确认涉诉房屋无铺底权判决

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铺底权系限制铺房所有权

的一种权利，其性质当然属于其他物权，因所有权

归为一人时消灭，案涉房屋所有权与铺底权早已归

被上诉人王功兆一人所有，铺底权当时即已经因混

同而消灭。最高法院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同时，大理院的解释例也直接明确了铺底权的他物

权效力，遵循他物权消灭的基本规则，即“不动产

其所有权及所有权以外之他项物权归于一人时，其

他项权利因混同而消灭……铺底权如与所有权同属

一人，自因混同而消灭，不得更为登记，至就旧铺

底权设抵押权亦属无效，”［6］。

1922 年 5 月，北洋政府出台了《不动产登记条

例》，其第3条列举了应予登记的八项不动产权利，

包括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典权、抵

押权、质权、租借权，［7］其中虽无铺底权的明确规定，

但该条例第 4 条“习惯相沿之物权，其名义与前条

第一项所列不符，依其性质得认定为其一种者，应

从其性质登记，仍添注原有名义，若不能认定者，

应从原有名义登记”的规定给铺底权等习惯性物权

的登记作了留有余地的处理。［8］目前，从留存下

来的民国各类物权登记证书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由

当时官方印制并登记填写和铃印的“铺底顶手登记

完毕证”，如图 1 所示：

图 1  广州登记局香山分局 1924 年颁发的“元和铁器店”

铺底顶手登记完毕证（私人收藏）

可见，民国初期，铺底权至少在广州等地以《不

动产登记条例》第 4 条规定之“习惯物权”的形式

获得官方登记认可，并被赋予“登记对抗主义”的

法律效力，即“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9］。

［1］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35页。

［2］同上注第36页。

［3］同上注第35页。

［4］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3页。

［5］《铺底权之适用》，载《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1934年第8期，第39页。

［6］《大理院解释：铺底权如与所有权同属一人自因混同而消灭，不得更为登记，至就旧铺底权设抵押权亦属无效》，

载《法律评论》1927年第12期，第23页。

［7］《现行法令全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2-93页。

［8］同上注第93页。

［9］《现行法令全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3页。



72

《中西法律传统》	 2022 年 第 3 期（总第 22 卷）

（二）地方政府的限权举措

铺底权在获得司法认可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

却对其出台了系列限制性措施，其典型做法是在北

京、广州等地，政府开征铺底捐税，以此限制商号

铺底权的发生和移转。

在北京，1921年，京师税务左右翼公署专设“铺

底转移税处”，并于当年 10 月制订颁布了《京师

铺底转移税章程》，其中第 2 条规定：“凡商号铺

底转移时，新业主于契约成立后，即须会同房东呈

报京师警察厅行查，俟厅批准后再持铺底字据，先

赴本行会加盖证明戳记，并取具总商会公函，于一

个月内仍行会同房东赴左右翼税务公署内铺底转移

税处，呈验字据，遵章报税。”［1］1923 年北京又

通过了《修正京师铺底转移税章程》，第 2 条重申

规定：“凡商号铺底转移时，新业主除依照惯例呈

报主管机关批准营业外，并须于铺底契约成立一个

月内，会同房东赴左右翼税务公署内铺底转移税处

呈验铺底字据，遵章报税。”［2］当时所定的铺底

转移税税率为“值百税二”，对不报、迟报和匿报

倒价者，视不同情节处以严厉罚金。［3］除缴纳铺

底转移税之外，“新铺户报移转税时必须呈报公署

铺底转移税处呈请注册，注册费得分等差缴纳”［4］。

在广东，1921年 12月，广东省长公署公布《广

州市清理铺底顶手办法》，对盛行于广州城辖区内

的民间铺底权进行规范。该办法将商业店铺区分为

“全无铺底顶手”与“现有铺底顶手”两类，一方

面规定“全无铺底顶手者，此后不得发生铺底顶手”，

即尚未设立铺底的铺房不得新设铺底；另一方面将

“现有铺底顶手”纳入官方管理，明令“现有铺底

顶手之铺业自本办法公布起一个月内，该铺客须具

备声请书，声明铺底顶手价格，向财政厅请给执照”，

“执照费按照铺底顶手价额百分之四征收之”，待

取得执照后还应向当地登记局办理铺底顶手登记，

“登记费照不动产保存登记之例征收之”［5］，即“每

百元征一元”［6］。如果铺客不依法办理铺底顶手

执照并取得登记，那么该铺业则被视为是全无铺底

顶手，将来不得设立铺底。［7］该办法还通过第 7

条“铺底顶手正式登记后，价额不得复有增加”［7］

的规定在事实上限制了已登记铺底的未来扩容。随

后不久，广州又出台了“加征铺底警捐”政策。鉴

于“广州政府自军兴以来，所有军事之支给，多赖

发行公债以为维持，但不敷尚钜。乃悉将收入扩充，

以济急需，故广州市公安局之警费，亦被提作军费，

以致警费无着”的状况，为“另行设法筹款弥补”，

广州市公安局、财政局与市政委员长孙科商议举办

铺底警捐。［8］此举虽然遭到当地商民的激烈反对，

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林云陔仍坚持签署政令曰：“关

于铺底警捐一案，似应仍照原确定案执行征收，以

资警饷补助。”［9］

上述北京、广州两地的铺底捐税政策显然在客

观上削弱了铺底权人及潜在铺底交易投资者的从业

信心，铺底权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发展历

史期。

三、商业“护符”抑或“恶习”：
铺底权的价值之争

铺底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争议。

民国司法判例之所以认可铺底权，其初衷旨在通过

保护铺户权益，促进商业良性发展，维护交易安全。

从初期的实施效果来看，铺底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

商业“护符”作用。

［1］印铸局编校：《法令全书》1921年第4期，第13页。

［2］监督京师税务公署编印：《京师税务法规》，1924年版，第32页。

［3］同上注第33-34页。

［4］监督京师税务公署编印：《京师税务法规》，1924年版，第34页。

［5］鞠镇东：《广东省铺底权之研究》，载《广东地政》1938年第1卷第2期，第39页。

［6］同上注第40页

［7］同上注第39页。

［8］《加征铺底警捐》，载《银行月刊》1926年第6卷第10号，“各省财政近讯”，第3页。

［9］林云陔：《确定执行征收铺底警捐案》，载《市政公报》1930年第354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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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驾所有权之上的“特别权利”：民国铺底权考释

首先，铺底权为商号的稳定经营提供了场地保

障。稳定的经营场所是商人立业的重要前提，“商

业以铺位为重，迁地勿良，各铺皆然。故优美地点，

不惜善价承顶，对外则有信用关系，对内则有营业

关系”。［1］只有房东不随意增租或收回房屋，铺

房不被迫搬迁，商人才能安心经营，维护客户资源，

开拓更大市场。相反，如果房东议租之后，“或觊

觎铺东营业之发达，高涨租金；或因积嫌隙而失睦，

故收铺产；一运操纵之技，则营业之基础，顿形动

摇，社会安谧，于焉弗保”，故而，“有铺底权以

维系之，则铺房使用，历久无虞”［2］。因此，铺

底权的存在解决了商人的后顾之忧，一旦和房东签

订铺底协议，铺东就享有永久使用该铺房的权利，

不会出现房东恶意提高房租或者收回铺房的情形。

只要铺东按时缴纳房租，房东就无权收回铺房。若

是商人无力继续经营或欲搬迁他处，仍然可以倒卖

或者倒租铺底，一方面收回了经营成本，另一方面

可使自己先前苦心经营的商铺继续存续，从而维持

了商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其次，民国时期借由铺底权的永久存续性孕育

出了大批“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是历经数百

年历史沉淀和世代传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遗留

下来的产品、技艺或特殊服务，是守护传统文化与

传承经典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大多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与独具匠心的品质。［3］由于铺底转让时，

新铺东可以选择继续承作本字号的业务，相当于该

字号被一同转让给了新铺东。这样，原有商业字号

所积累的客户资源、商誉、口碑乃至商业秘密等都

不会因此而流失。迄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同仁堂药

铺”“六必居酱园”等中华老字号，都是因为铺底

权才得以百年传承。

可见，铺底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商业的繁荣

发展，但由于其自身制度设计的弊端即过分偏重保

护铺东铺底而限制房东所有权，常常使得铺东与房

东势如水火，纠纷不断，同时立法与司法层面又无

一致性的纠纷处理办法，最终使铺底权走向了商业

“恶习”的另一面，其被指摘存在以下弊端。

其一，铺底权构成对房主所有权的变相剥夺。

“铺底权对于铺房所有权所加之限制甚大，一经发

生，则铺房所有权几乎有名无实”［4］，因为只要

房主将其房屋租与店铺，“即一变房主单纯之所有

而为铺主与房主之共有”，至此以后，就铺房而言，

“于房东之外，又有铺东者，房东固有干涉此房之权，

而铺东亦有之。其行使权利之范围，铺东间有优越

于房东者”［5］。并且，“铺底权之效力，极为强大。

即凡有铺底权之店铺，出租人固不能随时退租或增

加租金；即承租人业已歇业，而出租人仍不能即时

收房”［6］。此外，“自旧铺出倒至新铺倒来之间，

房主多不能按期收取租金。至其倒出之期日，则毫

无限制，多则数十年，少则数年，是以近今北京僻

巷中五六十年未能倒出者，比比皆是。年限愈多，

房屋愈旧，终年几无一人过问。房主损失，实非浅

鲜”［5］。可见，铺东的铺底权事实上已经成为凌

驾于房东所有权之上的一种“特别权利”。尤其是

民国司法判例承认铺底权之后，“铺主遂藉此为把

持房屋之具，房主即因是而受无穷之束缚”。有学

者就此批评铺底权道：“此种习惯，绝非善良，法

院承认此种习惯之判例亦殊欠允当。”［7］

其二，铺底权的设定因缺乏明晰标准而“失之

过宽”。正如民国时人所言，“铺底之设定，以铺

［1］王凤瀛：《老佃铺底为我国特有之物权，此种制度应否保存？如不应保存，则其已存之权利关系如何？应如何整

理？》，载《法学会杂志》1923年第10期，第23页。

［2］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3页。

［3］参见魏崇红、王金玉：《新媒体语境下中华老字号品牌创新路径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

168页。

［4］倪宝森著：《铺底权要论》，倪宝森律师事务所1942年印行本，第2页。

［5］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2页。

［6］胡长清：《铺底权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6卷第52号，第8页。

［7］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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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之永久使用为必要，永久使用之界限，应依何种

方法以为之解释，是决无一定者”，“北京习惯，

租得房屋以营业者，无不欲期诸久远”，“且铺房

一经租妥，殆无不出重资以为之修缮。此种修缮，

即足为永久使用之表示乎？”［1］况且，“构成铺

底之要素，其范围太嫌宽泛，其结果必致一经租与

铺户，即构成铺底；纵为小商铺，亦将有铺底之可

言”［2］。可见，“铺底之发生较为易易也”［3］。

此外，铺底缺乏公开透明的权利证成程序。“无论

何家店铺及何种式样之铺底，均系白字，从未有加

以公证者”［1］，而“商界狡诈百出”，“以少报多，

捏造铺底之事，在所不免”［4］。

其三，铺底权实践背离了保护铺商和发展商业

的确权初衷。铺底权之所以从先前的民间商事习惯

被后来的法院司法判例所确权认可，其初衷乃是法

院为了保护铺东，维护交易安全并促进商业繁荣发

展。但实际情况是，商人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铺底。

铺房因为有铺底这一权利负担，在转让后，新房东

仍需承接这一负担，其所有权会大大受限，故设有

铺底的铺房要么无人问津，要么以低价抛售。房主

也会谨慎考虑是否给自己的铺房设立铺底这样一个

权利负担。这样一来，商人欲寻到合适的房屋承租

十分艰难，往往设有铺底的铺房都为简陋和破旧的

老宅，因本身出卖可能性不大，遂设定铺底用以出

租，但这对商人经营就十分不利了。“有铺底之房，

房东多不能任意利用，故群以租与店铺为戒，铺主

因此欲租得适宜之房屋亦非易事，甚有欲营商业，

因觅地无着，从而搁置者，近年来，实非仅见之事”。

总之，铺底权之设立，“本意原为保护铺商，实则

因此反阻其进行”［3］。

其四，铺底权在法律实践中并未得到公平适用。

“民国三四年间，内务部为改良市政，收用民房，

以其对于铺户只付房价而不问铺底，铺户群以内务

部违法为理由，提起诉讼，卒无效果”。故当时有

学者感叹道：“依此以言，是公用征收可以不认铺

底，而人民所有权之转移，则须受铺底之限制，不

公孰甚焉？”［5］

四、结语

铺底权作为我国民间自发生成的一种物权习

惯，适应了近代中国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了

商铺及铺东的经营权益，也一度获得大理院的司法

认可。但遗憾的是，在整个民国时期，铺底权始终

未能得到民法上的正式承认。有民国学者对此评论

道：“乃我第一次民法草案，一味抄袭德日民法，

而置我国固有习惯于不顾。就物权言之，我国本无

所谓不动产质及土地债务，乃硬将外国民法不动产

质权及土地债务之规定抄入，我国固有之铺底及典

当不动产反无几字及之。”［6］随着近代民法的物

权法定原则确立，铺底权这种游离于民法之外的存

续状态，使它一直备受争议。加之，铺底权以凌驾

所有权之上的权利设定方式来保护铺东利益，更是

常常导致铺东与房东关系“势如水火”，铺底纠纷

不绝如缕。可见，“铺底权之疏于维护租赁双方的

利益平衡恐怕也是其行而不远的原因所在”［7］。

如今，铺底权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烟云”，

但它所蕴含的维护商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理念对

于当下中国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和保护民营经济仍具

有镜鉴意义。

［1］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4页。

［2］同上注第4-5页。

［3］同上注第5页。

［4］同上注第6页。

［5］包荣第：《评论北京铺底之习惯》，载《法政学报》1922年第3卷第1期，第6页。

［6］胡长清：《铺底权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929年第6卷第52号，第5页。

［7］金伏海：《续租权与铺底权之比较》，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4期，第65页。


